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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与民主:1950年代殷海光经历的两场论战

何　卓　恩

[摘　要] 民本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之一。实

际上在 1950年代的台湾地区 ,中国知识分子就曾激烈争论过这一议题 ,殷海光先后与张其昀 、

徐复观展开的论战 ,即有其代表性 。张其昀认为民本即为中国式民主;殷海光认为民本意识代

表的是专制主义 ,与民主风马牛不相及;徐复观则主张民本虽非民主 ,却可以转进到民主 ,而且

经过这一转进而达成的民主会超越于西方式民主。论战强势否定了民本即民主的观点 ,但在

民本可否转进到民主的认识上 ,并没有形成共识。这两场论战表明民主与民本的关系确系需

要认真面对的课题 ,这一关系的求解应该有立体的多向思维 ,而且需要在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中

边努力边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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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种因素的持续推动 ,民本与民主的关系问题越来越有成为热点之势。目前的学术观点中 ,比

较有代表性的有三类:一是大致认为民本为中国式民主 ,它既属于民主 ,又与西方民主不同;一是基本认

为民本为民主的对立物 ,代表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三是认为民本非民主 ,但亦不反民主 ,实为民主的初级

形态和引进民主的桥梁[ 1](第 16 页)。其实这些观点都有些似曾相识 , 1950年代殷海光就曾经历过有关

此一问题的两场著名论战。殷海光是台湾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人物 ,1950 年代他以“五四精神”为旗

帜 ,以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为支点 ,与国民党威权政治作战 ,也与各种反西式民主论 、非西式民主论思

想作战。这两场有关民主与民本的论战 ,一场发生在他与张其昀之间 ,一场发生在他与徐复观之间。

一 、殷海光与张其昀之战

张其昀与殷海光之论战发生在 1956年 。起因是时任“教育部长”的张其昀于 1956年 9月 1日在欢

迎华侨青年军中服务团时 ,作了一个题为《民主政治的三大真谛》的讲演 ,提出“民主政治的三大真谛 ,一

曰爱民 ,二曰教民 ,三曰养民”的论断。这个讲演由当月 10日出刊的《政论周刊》第 88期发表 ,引起殷海

光的注意 ,遂在 10月 5日出刊的《自由中国》第 15卷第 7期上 ,殷海光以社论形式发表《教育部长张其

昀的民主观———君主的民主》进行抨击 。张其昀手创的刊物《中国一周》乃代张出战(是否明确授意不得

而知),在该刊第 337期发表社评《纠正〈自由中国〉的谬误》予以反击 ,殷海光和《自由中国》则在次期再

出社论《再论君主的民主》 ,对方没有再辩。这场论战的直接焦点 ,在于民主政治的真谛究竟是什么;但

学理层面的问题 ,则是民本是否即是民主。

张其昀字晓峰 ,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地学家 、教育家。1901年出生在浙江鄞县一个书香之家 ,曾祖

与祖父两代都是前清举人。在这种家庭文化氛围下 ,加之后来深受东南大学国学学术的熏染 ,其志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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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性表现出浓厚的传统情结 。他前半生建树的别具特色的历史地理学 ,后半生创建的独具一格的中国

文化学院 ,都是这种情结的反映 。不过在这场论战中 ,张其昀和《中国一周》所表达的 ,倒未必能够简单

地归结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情 ,却涉及到对于政治取向的认识。欢迎华侨青年军中服务团的讲演很

明确地表示了他的针对性和他的依据 ,他说:

前几天 ,你们有几位同学 ,曾经和本人谈话 ,大家都以澄清思想为当前急务。 ……我们是

民有 、民治 、民享 ,俄共是非民所有 ,非民所治 ,非民所享 。是非黑白 ,事实昭彰 ,有目共睹。现

在你们海外青年所要问的 ,是在自由祖国发行有些刊物的言论思想[ 2]
(第 1 页)。

很显然 ,他并不是要谈文化问题 ,而是要谈政治问题 。他点出的“我们” 、“有些刊物”(指《自由中国》),实

际上就是 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的几大流派:共产主义 、三民主义 、自由主义 。这三种意识形态 ,自由主

义以西方式自由民主的制度为鹄的 ,以西方近代自由民主理论为信仰 ,但他们认为这不是认同西方 ,而

是认同现代 ,希望中国走上现代政治文明轨道;共产主义本质上否定西方民主 ,也否定中国传统政治 ,它

以建构未来的无阶级无国家的世界共同体为目标 ,作为过渡形式的社会则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三民主义

却是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与中国王道思想的结合 ,显示了孙中山追求以中国文明为基点汲取西方思想的

努力。张其昀所理解的三民主义 ,在他看来就是一种最好的民主理论:

国父倡导三民主义 ,在求中国自由平等 。民族主义之目的 ,在谋国家独立 ,民族自由 ,即为

国际上的民主 。民权主义之目的为政治上之民主 ,民生主义则为经济上之民主 ,理论尤为精深

透辟[ 2]
(第 1 页)。

在张氏看来 ,三民主义之作为民主理论 ,跟俄共之专政理论之区别是显而易见的;需要辨析的只是

它与“亦强调自由民主 ,高唱民主政治”的“有些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分别 。他一边指责自由主义民主观 ,

一边提出“民主政治三大真谛”说 ,阐明他所理解的三民主义民主观的特质所在。

张氏说 ,爱民 ,“就是要使国民都能安居乐业 ,欣欣向荣 。对内言之 ,即为社会安全秩序;对外言之 ,

则为抵抗强权侵略 。故爱民必须爱国 ,爱国方为爱民。”教民 ,就是要“知立国之道 ,必先树人 ,而树人之

本在心理建设 。 ……我们现在讲民主政治 ,必须使全国国民团结统一 ,痛痒相关 ,成为一有机体和战斗

体” ,而不是“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 。养民 ,就是本着“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的中国精神 ,

“利用科学技术 ,开发天然资源 ,务使`设计有系统 ,用物有准度' ” ,把中国古代大同理想见诸事实 ,使“老

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 2]
(第 1-2 页)。

张其昀将民主理解为爱民 、教民 、养民 ,被殷海光讥为“君主的民主” ,因为这太像中国传统中为帝王

将相作说辞的民本思想 。殷海光指出 ,张氏的爱民 、教民 、养民的“民主”论 ,来自“视民如子”的历史文化

传统 ,这个传统中隐然存在一个先天的特权主体 ,不允许任何“民”有拒绝被“爱” 、被“教” 、被“养”的权

利 ,“找不到一丝一毫民主思想的痕迹” ,充其量不过是“慈惠的君主专制”而已
[ 3]
(第 75-78 页)。

不过 ,持平而论 ,将三民主义理解为民本思想 ,也绝非张其昀个人的发明 。在孙中山的思想中 ,民本

因素确实是存在的 。

说到三民主义民主观中的民本思想根基 ,孙中山本人并不讳言 ,他自称其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

思想者 ,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 ,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
[ 4]
(第 60 页),因袭吾国固有思想就包括对传统

民本思想的继承。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者对于此一关联 ,基本上都是肯定的 ,并且作出过相当正面

的解释。罗香林说:“国父在中国 ,所以必倡导三民主义 ,与所以必以三民主义为救中国的唯一的主义 ,

实在也是因为中国早有`民本思想' 做他倡导的基本的缘故 。”
[ 5]
(第 203 页)萧公权说 ,孙中山先生之三民

五权学说融会古今 ,贯通中外 ,于是 , “二千余年之政治思想 ,至此乃臻成熟之境” [ 6](第 8 页),意即三民主

义是传统民本思想的完成。金耀基在他的《中国民本思想史》里 ,则设专章阐述这个“民本思想完成时

期” ,认为“吾人欲对三民主义有真了解 ,必先了解民本思想对中山先生的思想的影响” ,民本思想对孙中

山先生思想的影响实在不止于民权主义 ,其民族主义的王道精神 ,其民生主义的尊生重养 ,都有儒家民

本思想的根源 , “固然 ,中山先生之思想非儒家之思想所得而范围 ,但其主义之大经大脉则确系`因袭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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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固有之思想' 而来。”
[ 7]
(第 179-190 页)

可见 ,阐发三民主义的民本渊源不算异论 ,问题在于 ,三民主义除了“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 ,还有

“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和根据时境“独见而创获者” ,这就使得三民主义还可以有更多的解释空间。显

然 ,张其昀选择的只是“一孔之见”的皮相解释 ,论定民本即中国式的民主 。

殷海光和《自由中国》认为 ,传统的民本思想 ,因为先天特权主体的存在 ,根本与民主背道而驰。民

本做到极处 ,只能是“慈惠的君主专制” ,这种君主专制施之于现代社会 , “一与现代通知技术结合 ,只要

稍微有点偏私 ,就变成极权暴政” ;“民主的真正核心 ,是基本人权之肯定 。凡避开基本人权而谈民主者 ,

不是对民主感到不安 ,便是对民主没有诚意”
[ 3]
(第 78 页)。民主以人权为基础 ,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

民主观。

《中国一周》的社评“以三民主义者的立场” ,从三个方面对《自由中国》的自由主义论点“加以纠正”。

一是“国”与“民”的关系:认为“爱民必须爱国”有革命烈士事迹为证 ,而“张先生的`爱民 、教民 、养民' 之说 ,

强调爱国爱民 ,教养兼施” ,是要“政府和人民协力共谋” ,这是“三民主义共和国建国精神之所在” 。二是

“教”“养”人民是否只有“君主”为之:认为孙中山的行仪和教养民众遗教证明 ,“教”“养”人民是“民主政治

的真谛” 。三是“基本人权”的理解问题:认为“基本人权不是一空洞的名词 ,我们要充实其内容” , “民主政

治的忠实信徒 ,必须深深觉悟 ,我们要捍卫国家 ,来保障人民的生存权;振兴教育 ,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 ,来

保障人民的工作权;发展实业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准 ,来保障人民的享受权”
[ 8]
(第 3 页)。

显然 ,这三层“纠正”并没有直接面对对手提出的问题:爱民 、教民 、养民是否就是民主? 爱国不能证

明是民主 ,不民主的国家也会提倡爱国;孙中山的行仪和教养民众遗教证明不了教民养民就是民主 ,君

主国家也有教民养民的行为 。殷海光在《再论》中诙谐地说:“除了读到最后所说并不反对基本人权这一

点而心灵稍有补偿以外 ,通篇所表现的是观念模糊 ,思路不清 ,东扯西拉 ,满纸浮词泛语 。” [ 3](第 80页)

实际上 , 《中国一周》乏力的强辩 ,以及作者被迫承认基本人权的观念(《真谛》文实际上是否定的),

已然显示“民本即民主”论气势不再。

二 、殷海光与徐复观之战

殷海光与徐复观关于民本与民主问题的论战 ,发生在 1957年。

徐复观 ,湖北浠水人 ,原名秉常 ,字佛观 ,熊十力为其更名为复观 。在抗战时期师事熊十力 ,接受“欲

救中国 ,必须先救学术”的思想 ,弃政从学 ,到台湾后成为新儒家重镇之一。徐复观也信仰三民主义 ,但

这场论战与殷张之战显然不同。因为徐氏与殷海光等自由主义者一样 ,明确肯定自由人权为民主的基

础和根本标准 ,而且致力于在中国实现这种以自由人权为基础的民主制度。

在上述殷张之战中 ,殷海光《君主的民主》等文引发国民党对自由主义者开起火来 ,徐复观撰写了

《为什么要反对自由主义?》 、《悲愤的抗议》等文字为自由主义辩护 ,声称“尽管一个人不标榜自由主义 ,

甚至不甘心仅仅做一个自由主义者 ,但在他的知识和人格的成长过程中 ,一定要通过自由主义”[ 9](第

457 页)。他对于自由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 ,跟张其昀的解释完全不同 ,指出:三民主义固然并不等于

自由主义 ,但是 , “三民主义的目标 ,难道不是为了各种自由(包括政治中的个人自由)的实现? 三民主

义 ,中山先生自己说得很清楚 ,是以民为主的民有 、民治 、民享的主义 。民治 、民有 、民享 ,是把传统的开

明专制的爱民 、养民 、教民倒转过来 ,使被动之民 ,成为主动之民 ,这是划分政治的大分水岭 ,是一个现代

普通的公民所能了解的” 。他自信地认为 ,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是“`自由主义底' 三民主义” ,不能解释

为反自由主义的思想[ 9]
(第 462 页)。

反对将三民主义解释为反自由主义的思想 ,也就意味着反对将民有 、民治 、民享的民主政治 ,解释为

爱民 、教民 、养民的开明专制理论 ,或者说 ,反对将民本解释成民主 。这在他此前的文章中有明确的说

明 ,如他在《中国的治道》中说:“中国的政治思想 ,除法家外 ,都可说是民本主义 ,即认定民是政治的主

体;但中国几千年来的实际政治 ,却是专制政治 。政治权力的根源 ,系来自君而非来自人民 ,于是在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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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君才是正真的政治主体。”
[ 9]
(第 104页)面对理念与现实的二重主体性 ,中国的哲人总是想通过“格君

心”的方法 ,主张人君无为或修己 ,去智去欲 ,服从人民的才智好恶 ,来打掉人君政治上的主体性 ,凸显天

下即人民的主体性 ,然而 , “一个人要`格' 去其好恶 ,真是一件难事”[ 9](第 125 页)。所以这种消解二重主

体性的方法往往落空 ,形成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但是 ,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的道路 ,从法制上解除了此

一矛盾 ,通过制度“首先把权力的根源 ,从君的手上移到民的手上 ,以`民意' 代替了`君心' ”
[ 9]
(第 125

页)。在议会政治 、结社自由 、言论自由等客观化的体制下 ,使得“一个政治领袖人物 ,尽可以不是圣人 ,

但不能不做圣人之事”[ 9](第 125 页)。于是 ,中国圣贤千辛万苦所要求的圣君 ,千辛万苦所要求的治道 ,

通过民主政治 ,都可自然实现。所以民主是普适性的 ,“中国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民主”
[ 9]
(第 42页)。

徐复观肯定民主自由才是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出路 ,与《自由中国》阵营的自由主义者无异 ,所以《中

国的治道》发表后 ,受到殷海光的盛赞 ,称其为“不平凡的人之不平凡作品” , “此时此地而能看到这种文

章 ,真是空谷足音”[ 3](第 36 页)。

这样两位在主张民主上志同道合的人物 ,之所以发生论战 ,主要与殷海光所坚持的“五四”道路———

以“科学”支持“民主” ,打倒“孔家店”———有关。

50年代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有两个重要的支撑点 ,一为罗素 ,一为“五四” 。其实这两个要素紧密相

连:由罗素及其影响下发展出来的维也纳学派 ,象征的是一个支持自由民主的知性的传统;“五四”象征

的也是一个民主与科学不可分割的意象。殷海光以“五四的儿子”自任 ,揭橥罗素学统的资源 ,主张以科

学理性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石 ,认为民主政治是讲理的政治 ,思想自由要有自由思想的能力[ 10]
(第 92 页)。

在他看来 ,最严格的“理”和最靠得住的思想能力 ,唯有对逻辑和经验的把握 ,除此之外的任何知识 ,都是

扯淡 ,不能作为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 ,也不能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包括中国传统儒学在内的东方历史

文化就属于靠不住之列 ,因为它缺乏清晰的思想系统和方法系统 ,不便于“讲理”和“自由思想” 。所以 ,

他“深恶历史主义 ,痛恨一些人夸张`历史文化' ” , “一想到东方人那种混沌头脑和语言” ,他立即怒火中

烧 ,因为这些“鬼话”都是“无意义的语言” [ 3](第 53 页),最容易引起“思想之走私” [ 11](第 379 页)。所谓思

想走私 ,指统治者利用传统儒学字句以巩固权势 。在殷海光那里 ,传统儒学不仅无助于自由民主 ,相反

有害于自由民主的落实 。这其实正是“五四”“打倒孔家店”的观念。鉴于当时的台湾“道学余毒未尽 ,回

光返照 ,火药气与酸腐气结合 ,在那里共同作用 ,毒害生灵 ,施展权势”[ 12](第 139 页),殷海光感到这是对

“五四”精神的反动 。

而徐复观则“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自由主义者” ,他在肯定民主自由的坦途之同时 ,又特别指出 ,民

主自由在中国生根需要中国历史文化的滋养。在论述中国民主选择时 ,他不用“取代” ,而用“接通” ,将

中国圣贤的民本理想与现代自由民主的政治原则“接通”起来 。他说儒家思想是凝成中国历史文化的主

流 ,它既属伦理思想 ,亦属政治思想
[ 9]
(第 48 页)。其政治思想的构造 ,可以归纳为德治主义 、民本主义和

礼治主义 。“德治系基于人性的尊重 ,民本与民主 ,相去只隔一间 ,而礼治的礼 ,乃`制定法' 的根据 ,制定

法的规范 。此三者 ,皆以深入民主主义的堂奥”[ 9](第 54 页),所以需要把这种中国原有的民本精神“重新

显豁疏导出来” ,使这部分精神来支持民主政治 ,同时吸收西方的权利观念 ,将人民的主体性确立起来 ,

致儒家思想与民主政体内在地融合为一 ,既为往圣继绝学 ,又为万世开太平。徐复观认为 ,德治主义 、民

本主义和礼治主义 ,在价值上比之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所预设的价值要精纯得多 ,可以补正西方自由主

义主要依赖外在权力和法律而“维系不牢”的缺陷 ,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 。

徐复观坚持“民主政治 ,今后只有进一步接受儒家的思想 ,民主政治才能生稳根 ,才能发挥其最高的

价值” [ 9](第 53页),不能因为儒家学说是中国古代的思想 ,就否定它的现代价值 。因为任何有价值的思

想 ,都既有其特定的时代性 ,又有其通过特殊性所显现的普遍性。“特殊性是变的 ,特殊性后面所倚靠的

普遍性的真理 ,则是常而不变”
[ 9]
(第 47 页)的。他批评“五四”的新文化人物蔑视历史 、厌恶传统 、不承认

在历史转变之流的后面有不变的常道
[ 9]
(第 48 页),认为断了与文化传统联系的结果 ,自由民主的文化便

得不到深厚文化资源的滋养 ,民主自由便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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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一点上 ,徐复观和他的同道与殷海光们形成尖锐对立。1952年 ,徐复观参与了牟宗三与

殷海光之间关于西方文化是否纯技术观点的争论 ,1954年殷海光与徐复观就要不要道德自由 、外部自

由与内部自由是否有关等问题 ,又展开了暗地较量。而公开的论战发生在 1957年 。

1956年除了发生殷张论战 ,还发生了《自由中国》“祝寿专号”事件 ,引起国民党对自由主义大围剿 ,

殷海光越来越发现需要“五四”的力量来反制。可是 ,在当时的台湾 , “五四”的意象却很稀缺。1957 年

“五四”运动纪念日到了 ,殷海光为《自由中国》撰写社论 ,开头就悲愤地说:“五月四日这样重要的节日 ,

几乎被人忘记了!”“近七八年来 ,这个日子居然成了不详的记号” 。在讲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时 ,他除

了痛斥“现实权力”憎恶“五四”所以打压之外 ,还用很多笔墨指责文化上的复古主义者“借现实权力以行

其`道' ” ,并认为:

依据向量解析 ,复古主义和现实权力二者的方向相同 ,互相导演 ,互为表里 ,彼此构煽 ,因

而两者所作用于五四运动的压力合而为一。于是五四所给予中国现代的影响也就依稀可辨

了[ 13](第 66 页)。

殷海光在这篇文章中用了两个“互为表里” ,一个是现实权力与复古主义的“互为表里” ,一个是“五

四”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互为表里 ,呼吁明智的知识分子从互为表里的现实权力和复古主义的共同打击

下救出互为表里的民主与科学 ,以重整“五四”精神。

这篇社论批判的复古主义 ,无疑包含徐复观等新儒家 ,而其中关于复古主义与现实权力“互相导演 ,

互为表里 ,彼此构煽”的说法 ,显然激怒了徐复观 。就徐复观而言 ,说他们批评“五四” ,那是事实;说他们

为专制势力帮凶 ,则万难容忍。于是在 5月 15日出刊的《民主评论》第 8卷第 10期上 ,徐复观化名发表

《历史文化与自由民主 ———对于辱骂我们者的答复》 ,按语中直指《重整五四精神》的作者是“文化暴徒” ,

“政治暴徒 ,是自由民主的大敌;我们有什么根据相信文化暴徒能够成为自由民主的友人?”
[ 9]
(第 525 页)

《答复》分三个方面再次论证历史文化是应该研究的;研究历史文化不等于主张复古;研究历史文化

更不等于为现实权力帮凶。徐复观怒斥:“《自由中国》半月刊自出刊以来 ,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及对于

历史文化的研究者 ,只有不断的叫嚣 ,辱骂 ,戴帽子 ,放冷箭等等的恶毒而下流的词汇”
[ 9]
(第 528 页),愤

然指出 , “世界上只要是精神正常的人士 ,对于不分青红皂白来践踏自己整个民族文化的自虐狂者 ,莫有

不冷齿的” [ 9](第 532 页),质问“现实政权提倡历史文化 , ……他们对于历史文化 ,只是口头上讲讲 ,决没

有存心要把历史文化中好的东西拿来实行” ,他们的是非得失“何以能偏由中国的历史文化来负责?”[ 9]

(第 536 , 537 页)文章最后 ,重申对于“五四”的态度是:

五四应当尊重 ,也应当批评。尊重五四 ,并非把它当作一个偶像以为树立门户之资。批评它

也并非等于否定科学民主。科学民主 ,不是任何人的专利品 ,也不是五四的专利品[ 9](第 538 页)。

这场论战 ,由于表现出彼此不屑的态度 ,双方后来都没有再争论下去的兴趣。民本思想能否导向民

主政治? 民主政治是否需要民本思想 ?并没有得到解决。此后直至《自由中国》停刊 ,两方一直自说自

话 ,鄙薄对方而又不作对话 。这场论战事实上成为一场未完成的思想较量。

三 、两场论战留下的思考

殷海光所经历的两场论战 ,前一场高下分明 ,后一场胜负难辨 。从两场论战中呈现的论点看 ,张其

昀 、殷海光 、徐复观三者的主张 ,亦正类似本文开头提及的今日内地学界出现的三种典型看法。所不同

的在于 ,今日学界的看法 ,跟三民主义已毫无关联。

这两场论战给我们留下什么启示呢? 在笔者看来 ,至少有三:

第一 ,民主与民本的关系确系需要认真面对的课题。

不讲民主政治则已 ,讲民主政治就会涉及到中西古今 、民族特色等问题 , “民本”作为“民主”的对应

范畴很难回避 。它们的关系 ,绝非故纸堆里的文字游戏 ,而是关乎社会文明走向 ,关乎文化智慧创造 。

唯其如此 ,不仅应该认真面对 ,而且应该慎重思考。张其昀的民本即民主论 ,排除是否具有为国民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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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代言的背景因素 ,纯就学理而言 ,显然是一个过于粗糙 、过于随意的说法 ,经不起历史和逻辑的追问 。

殷海光的移植民主论和徐复观的接通民主论 ,都有各自的历史和逻辑的依据 ,非三言两语所可驳倒 ,所

以直到今天 ,都仍有思想性的追随者。但这也并不是说 ,其理据已经深刻到足以解决此问题的程度。他

们之不得已将一个严肃的问题诉诸情绪 、且最终陷于公婆之争的尴尬 ,本身就是一个说明。

第二 ,民本与民主的关系 ,不能只在平面上求解 ,应该有立体的多向思维 。

讨论民本与民主的关系 ,历史与逻辑要兼顾 ,政治性与学术性也要结合 ,还要将民族关怀与世界关

怀统一起来。就此而言 ,同为较深刻的思想 ,殷海光与徐复观似各有得失 。

殷海光从逻辑切入 ,落脚处却在历史———落在民主是西方产物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徐复观钟情历

史文化 ,着眼点却是一种逻辑的可能———即从民本接通民主 ,在思想中开创出比西方更理想的民主这样

一种可能 。殷海光崇尚严谨而科学的学术 ,但他的真正关怀在政治 ,汲汲以求的是民主制度的落实 ,认

为最简捷的途径就是学习西方 ,跟世界接轨;徐复观也热切希望自由民主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但他

不是从“民主”之急迫性入手 ,而是从“中国人”的适切性入手 ,焦心于从学术上找到中国人实行民主的立

足点。殷海光的眼光是世界的 ,关怀却是中国的;徐复观的视野是中国的 ,关怀却是延伸到世界的。他

们都有各自的辩证 ,而最终仍然是各得一半“片面的深刻” 。

徐复观和他的新儒家同道 ,最突出的矛盾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徐氏第一部著作即以此为题)。将民

主问题放在哲学层面思考 ,在回应急切的政治课题上难免迂阔迟钝。徐复观本人对于民主政治的呼吁

和抗争在新儒家中是很突出的 ,但其出于生命个性者或许多于出于学术路线者。整体说来 ,新儒家在哲

学上对回应西学东渐做出了重大贡献 ,其对于民本与民主关系的解说 ,也具有恒久弥新的思想魅力 ,但

对于台湾现实民主政治的推动 ,毋庸讳言 ,在主动性和效能上要略逊于“卑之无甚高论”的自由主义者 。

殷海光和他的自由主义同道 ,问题则主要在于不够注意历史文化的客观实在性 ,更没有具体观察历

史文化的复杂可分性 ,因而夸大且绝对化了将包括民本思想在内的传统儒学对自由民主的负面影响 。

其结果 ,不仅未能解决自由民主如何在中国文化土壤中落实 、生根的问题 ,而且客观上确实存在徐复观

所指出的悖反自由主义精神的危险。《自由中国》关门后 ,步入生命最后十年的殷海光 ,通过反省终于发

现孔子的“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 “毋意 、毋必 、毋固 、毋我” ,以及孟子的义利之辨 、人禽之分等思想的

价值 ,领悟到孔仁孟义 ,加上墨氏兼爱 ,不一定不能导出民主[ 12]
(第 231页)。他承认以前与新儒家之间的

对垒是“大大失策的事”
[ 14]

(第 58-59 页),提出“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自由主义要如何沟通? 这个问题很

值得我们深思”
[ 12]

(第 306 页),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对真理的真诚 。

片面的深刻有时很必要 ,也难能可贵 ,但此非求真知的鹄的。如何将两个或更多“片面的深刻”整合

为全面的真理 ,考验着当代学人的智慧 。今天看来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走不出民主的民本 ,永远不是民

主 ,更不能称其为中国特色的民主 ,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因为所谓特色 ,应是在共性之上做加法 ,而非

在共性之中做减法 。自由民主的实现是民本观念重新焕发生命的前提 ,自由民主落实后再将民族特有

的民本思想精华蕴含其中 ,才称得上特色民主。另一方面 ,民本跟民主固然差异很大 ,但不意味着民本

只能作为专制主义基础 。它过去作为“慈惠的君主专制”意识形态的历史 ,并不能决定它未来不可以成

为自由民主思想的一部分 ,因为“民主永远需要更新” ,中国的民主化与民主的中国化均有其正当性
[ 15]

(第 299-304 页)。如果说林肯所说的民有 、民治 、民享堪称民主三原则的话 ,民本则明确体现了民享 ,含糊

体现了民有 ,完全没有体现民治 。民本是一种可进可退的政治哲学 ,前进一步即为民主 ,不进不退为仁

政或开明专制 ,退出半步即为专制主义的遮羞布 。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都是历史的产物 ,既往的历史无

法改变 ,未来的历史却是可塑的 。大多数发生历史作用的思想都会有与时俱进的空间 ,民本亦当如此 。

第三 ,民本与民主的问题 ,并不纯粹是一个象牙塔里的理论问题 ,在一个有活力的时代 ,更是一个摸

石过河的实践问题 ,边努力边思考 ,收获或者多过闭门穷思。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一直没有办法打破君主的主体性和落实人民的主体性 , “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

的“民有”观念是虚置的 ,民治自然无从说起 。人民的主体性不能落实 ,根源在于文化之国与政治之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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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垒 ,或者叫笔杆与枪杆的两隔 。文化思想的力量表面上凌驾于现实权力之上 ,实质上笔杆总是屈从于

枪杆 ,科举制度更使笔杆御用化 。文化思想中民本的政治理想要落实 ,就需要有支持这种理想的常态化

的现实力量———民众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所以 ,民本能否走到民主 ,关节点不在概念的抽象推

演上 ,而在如何促进支持这种理想的常态化的现实力量的形成上。

在全球化时代 ,在市场经济的格局下 ,催生人权和公民意识的条件非农业文明时代所可比拟 。在人

权和公民意识的激发下 ,今天“民本”(主张全体民众的价值)概念已有发展到“人本”(承认每个人的价

值)的趋势 ,这在理论上已经是一大进步 ,因为“人本”逻辑地包含了人权的内容 。不过这个内容仍然需

要实践来落实 。知识分子如果更多地关注活生生的社会演绎 ,更自觉地增进人权的意识 ,把儒家固有的

“人把人当人”的思想元素 ,从人格尊严的层面向更广泛的世俗权利拓展 ,在推进民本向民主转进方面可

能远比“五四”以来的抽象观念启蒙更有效果。殷海光及其在台湾的后继者 ,虽没有从民本到民主的观

念 ,却以他们的坚毅努力 ,实质性地推动了从民本思维到民主思维的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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